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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香港问题上实施宪法，因充斥着法理争议与政治争拗，始终是基本法研究领域的难

点。经过梳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针对香港问题通过的规范性文件，发现在涉及“解决《中英联合声明》

的批准”“创设香港新宪制秩序”“处理香港政改争议”“行使法律解释权”和“决定特区租管地”五方面

问题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至少在 33份规范性文件中实施了宪法。由此可见，宪法在涉及香港问题上加

以实施绝非纯粹的学理想象，而是真实存在的现实问题。当然，现有的宪法实施模式在宪法条文的选择及

实施方式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这其中既有法律理念的原因，也有政治考量的因素。应看到，在基本法逐

渐被香港法院“宪法化”的趋势下，提炼宪法在香港实施的原理，不仅有利于澄清宪法在香港宪制结构中

的地位，而且对提升港人的国家政治认同也会产生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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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习近平同志在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
年大会的讲话》中强调， “宪法与基本法共同
构成香港的宪制基础。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
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法律渊源”。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

定，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完善相

关的制度和机制”。由此可见，宪法在香港的

地位与实施机制是中央治港高度关注的重大理

论问题。对此，学界过往虽然也形成了一定的

成果，然而，目前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学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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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这一问题时，往往倾向于将精力集中在论

证宪法能否在香港问题上实施，但是对于实践

中有无实施，以及具体的实施形态则少有涉

及。［1］如果说在香港回归前后的转轨时期，这
种 “定性”的研究路径确实有利于向香港社会
阐明宪法在香港地位的话，当转轨完成，香港

进入 “日常政治”时期后，这一路径的局限作
用则日益凸显。长期以来，两地学界对此问题
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流为政治立场的对峙，无法

超越并深入讨论下去的原因就在于此。
在此背景下，选择从实证的角度对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针对香港问题实施宪法的整体

状况展开分析。在这一过程中，既会讨论回
归前针对香港新宪制秩序的创设、过渡期政
改问题实施宪法的情况，也会涉及回归后实

施宪法处理香港租管地问题的实践。［2］通过全
景式描述，归纳现有宪法实施模式的特点，

并对其存在的问题从法律和政治两个层面予

以思考。

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针对香港问题
实施宪法的类型化分析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宪法的实施，主要

体现在其立法、做出法律解释及决定的过程
中，其实施方式与它们的权力行使方式密切相

关。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针对香港问题曾先后通过了 45 份规范性文
件。［3］经过梳理发现，其中至少有 33 份规范性
文件涉及宪法实施问题，［4］这里面既包括比较

明确的 “标准式实施”，还包括作用有限的
“联名式实施”，［5］以及虽未出现 “宪法”二
字，但从内容中可以反推出唯有对宪法权力加

以运用，才能得出如此结论的 “隐名式实施”。

为了照顾论述的连贯性，以宪法实施涉及的主

题为标准，将全国人大及常委会针对香港问题

实施宪法的情形归纳为五类。

( 一) 实施宪法解决 《中英联合声明》的
批准

在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后，中英

双方对香港问题展开会谈。经过两年的外交谈
判，双方在 1984 年 9 月 17 日达成了协议，并
于同年 9 月 26 日对协议文本进行了草签。此后
不久，时任外交部部长的吴学谦代表国务院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 《就提请审议关于中英
香港问题协议文件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审议过程中，考虑到上述协议中涉及特别行

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的内容不属于自己职权范

围，所以在决议中提出在两国政府正式签署

《中英联合声明》后，由全国人大而非根据宪
法第 67 条第 15 项所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对该条约进行审议和批准。［6］1985 年 4 月，第
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作出了批准 《中英联
合声明》的决定。［7］虽然上述决议、决定中并
未出现 “宪法”二字，但这其中显然蕴含着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实施宪法的行为。

详细来说， 《中英联合声明》的批准不仅
涉及条约的审批，还涉及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和

制度。在宪法上，前者的权力属于全国人大常
委会，后者的权力则属于全国人大。毫无疑
问，如何在批准的过程中协调两个主体的宪法

实施行为成为关键。从上述决议和决定看，
《中英联合声明》批准采取的路径是: 全国人
大常委会主动放弃条约批准权，交由全国人大

通过实施宪法第 31 条、第 62 条第 14 项和第
67 条第 15 项一揽子解决。该路径的理论基础
在于，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权

力关系看作内部分权关系。作为全国人大的常
设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来自全国人大

的内部分权，既然如此，在面对 《中英联合声
明》批准这一特殊情况时，全国人大自然可以
收回其自身分出的权力，对 《中英联合声明》

予以批准。上述解释虽说不无道理，但并非最
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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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维持规范体系内部的协调性来

看，由全国人大直接批准 《中英联合声明》，

会与宪法第 67 条第 15 项的规定相抵触。进
一步而言，如此决定还导致当时发布的主席

令 ( 李先念主席签发批准 《中英联合声明》

的六届第 25 号主席令 ) 与宪法第 81 条发生
冲突。因为宪法第 81 条明确规定国家主席将
根据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批准条约
和重要协定的缔结，但批准 《中英联合声明》

的主席令，实际上是根据全国人大有关决定

做出的。［8］

第二，从理论的解释力来看，较之于 “内
部分权说”，以 “宪法授权说”来理解全国人
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关系更符合立宪主

义理念。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虽然在事
实上存在权力隶属关系，但它们都是宪法设立

的国家权力机关，其权力均来自宪法的授权。

既然宪法在第 62 条和 67 条对它们的权力进行
了分别列举，则至少在明文列举的权力范围

内，二者的权力不能随意放弃或相互替代。［9］

第三，以 “宪法授权说”为基础来设计
方案，也完全可以兼顾 《中英联合声明》的
特殊性与宪法的既有规定。关键在于将全国
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介入顺序颠倒过来。

具体而言，在 《中英联合声明》草签后，应
该先由全国人大根据宪法第 31 条和第 62 条
第 14 项的规定，审议协议中涉及特别行政区
设立和制度的实质性内容，并做出决定，国

务院据此签署正式文本，之后再提交全国人

大常委会根据宪法第 67 条第 15 项进行批准，

最后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决

定发布主席令。

实际上，全国人大自身也认识到了 《中英
联合声明》批准程序上存在不周延之处。因
而，在 《中葡联合声明》的批准过程中，就采
取了先经全国人大做出决定，再由全国人大常

委会予以批准的程序。［10］

( 二) 实施宪法创设香港新宪制秩序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围绕创设香港新宪制

秩序这一主题，先后制定了两部法律，做出了

5 份决议、决定。［11］其中，《香港基本法》 《香
港驻军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设立香港
特别行政区的决定》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
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的决定》 ( 以下简称 《全国人大关于基本法的
决定》 ) 处于核心地位。《基本法》与 《驻军
法》的制定，属于典型的对宪法的立法性实
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决定》在宪法实施的类型上也比较清
晰，其文本中已经明确，全国人大将根据 《宪
法》第 31 条和第 62 条第 14 项授予的决定权，

在香港回归后成立特别行政区。而 《全国人大
关于基本法的决定》则值得特别留意，因为这
是中国宪法史上少有的、由全国人大依据宪法
第 62 条第 2 项的规定进行宪法监督的例证，学
界关于 “基本法合宪性”的争论也多围绕这一
决定展开。
《全国人大关于基本法的决定》缘于香港
社会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对宪法与基本法关系

产生的疑虑。这种疑虑虽然因为 《基本法》第
11 条的纳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解，但香港本
地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特别是法律专家对于第

11 条能否完全化解上述问题仍然忧心忡
忡。［12］( P82－90)为此，在起草委员会建议下，全国
人大在通过基本法的同时颁布了该决定。该决
定的文本相当简洁，在复述了宪法第 31 条的
内容后，实质性内容集中在两句话中: “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按照香港的具体情况制定的，是符合宪法
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后实行的制度、政策
和法律，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依据。”

不难发现，如此简明的决断式语言，与这次宪

法审查所承载的巨大价值形成了鲜明对比，这

其中所遗留的理论空隙有待后来者通过宪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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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技术予以填补，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

“宪法第 31 条”，将 “宪法”与 “基本法”放
入一个逻辑自洽的法体系结构中。

除上述对宪法的 “标准式实施”外，全国
人大在创设香港宪制秩序过程中，还通过对宪

法的 “隐名式实施”解决了一些附带性问题。

这些决定虽然在文本中并未提及宪法，但对其

内容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决定的结论只有

全国人大实施宪法后才能得出，换言之，得出

结论与宪法实施之间具有明确的唯一指向性。

例如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成立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决

定》中，全国人大为什么可以采取与其他法律
不同的起草路径，成立只有在起草宪法时才存

在的起草委员会? 又如，在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关于批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

关于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建议的决定》中，作
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的基本法委员会，

为什么要由全国人大来决定设立，而非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第 28 条的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 这些
疑问都必须也只能从宪法实施的角度才能找到

答案。简而言之，根据宪法第 31 条和第 62 条
第 14 项的授权，全国人大以法律规定特别行
政区的具体制度，在这项总括性权力之下，包

含着一系列与该权力具有合理延展关系的子权

力，这里所讨论的成立专门起草委员会、设立
专门机构都是这些子权力运用的产物。
( 三) 实施宪法处理香港政改争议

在香港问题谈判后期，英方已经意识到香

港的回归进程不可逆转，为在回归后能对香港

保持特殊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英国启动了延宕

百年的代议制改革。［13］( P211－212) 对英国的政治企
图，中方高度警惕，明确提出香港过渡时期的

政制改革必须要坚持 “与基本法相衔接”的原
则。［14］( P213－214)对此，当时的港英政府并不反

对，并愿意就如何实现衔接的具体问题与中方

进行协商。正是基于上述背景，全国人大做出
了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
产生办法的决定》，对 “筹委会”和 “直通车
方案”予以了明确规定。虽然上述 《决定》并
未指明其法律依据，但从内容中不难看出，无

论是 “筹委会”还是 “直通车方案”都涉及特
别行政区成立之初的基本政治架构，属于宪法

第 31 条和第 62 条第 14 项的调整范围。因此，

上述 《决定》应被视为全国人大实施宪法行使
决定权的产物。

20 世纪 90 年代，在苏东剧变的全球政治
大环境下，英国改变了就香港过渡问题与中

国合作的态度，标志性事件就是以 “强势”

的彭定康取代 “示弱”的卫奕信作为香港总
督。［15］( P199) 彭定康上任不久，就发布施政报告
明确提出，要对香港传统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

性改革。对此，中方表示强烈抗议，将其称为
“三违反方案”［16］。但彭定康在英国政府的支
持下，仍在 1993 年 3 月强行将上述政改方案刊
登在宪报上。

面对香港政治局势出现的新变化，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连续做出了一系列决定，希望据

此把控后过渡期香港的政改主动权。首先，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 1993 年先后做出 《关于
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香港特

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的准备工作机构的决定》

与 《关于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
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的决定》，成立
预委会为中国政府在香港政改问题上 “另起炉
灶”搭建平台。其次，彭定康政改方案被立法
局通过后，鉴于中英双方就香港后过渡期的政

改问题已无合作基础，1994 年 8 月全国人大常
委会在 《关于郑耀棠等 32 名全国人大代表所
提议案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原先为香港政治
体制衔接设计的 “直通车”方案将不复存在，

中方会透过筹委会 “以我为主”组建香港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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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最后，为应对香
港回归后因 “直通车”脱轨引发的立法真空和
权力真空问题，全国人大在 《第八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

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中，肯定了筹委会提出的设立临时立法会和临

时区域政治组织的设想。［17］

梳理上述规范性文件的目的在于从法学角

度探讨一个根本性的宪制问题: 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在香港后过渡期出现政改争议时，设立

预委会、宣布 “直通车”方案不复存在、设立
临时立法会以及临时区域政治组织的权力依据

是什么? 这显然无法从基本法中找到答案———

从条文看基本法并不涉及这些问题，况且基本

法在当时还未生效。对此，有学者引入 “紧急
状态”的概念，认为 “直通车”谈判的破裂使
香港宪法秩序的和平转型陷入危机，这种紧急

状态下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由超越法治的主权

者出场，在形式法治外寻求解决之道。因此，

该学者将临时立法会视为国家主权者政治决断

的产物，甚至提出，临时立法会的 “非法性”

恰恰展示了主权者在紧急状态下超越基本法甚

至终止基本法的权力。［18］

显然，这种具有强烈政治宪法学意味的解

读忽视了宪法规范本身的价值。应该看到，在
宪制转型时期，任何法律决定背后都带有或多

或少的政治因素，有些决定本身甚至就是政治

争议的产物，但法学研究不能将这种政治性无

限上纲，动辄以 “政治决断”替代对有关文件
的规范分析。主权者在紧急状态下出场是一种
具有特定内涵、极为特殊的情况，不能被常态
化。从宪法解释学的角度看，上述决定的内容
尚未游离出宪法第 31 条和第 62 条第 14 项 “决
定特别行政区制度”的规范内涵，其具有的
“决断特性”也不过是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的全国人大在行使宪法第 62 条第 16 项的授权
而已。［19］

透过上述分析看出，中央对港管治权的核

心在于把控香港政治的基本结构及发展方向。

在此过程中宪法实施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贯

穿于香港政治发展的每个关键节点，不仅回归

前如此，回归后亦然。有所区别的是，回归前
由于基本法尚未生效，宪法往往需要亲自出

场，宪法在其中的作用体现得相当明显。而在
回归后，这种依据宪法享有的对香港政改的决

定权虽然依然存在，但因基本法对此问题的规

定更为细致，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往往会将说

理重心放在基本法上，这在回归后做出的 3 份
政改决定中都有体现。［20］

( 四) 实施宪法行使法律解释权

法律解释权是宪法授予给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一项重要权力，该权力在香港的运用也十分

积极。回归前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先后对
《国籍法》和 《基本法》进行过 6 次解释，这
些释法文本将成为本节分析的主要对象。

先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 《关于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
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说起 ( 以下简称 《〈国
籍法〉在香港实施问题的解释》 ) 。在回归过
程中，如何处理香港居民的国籍问题牵涉到

每个港人的切身利益，一直是各方争议的焦

点。如果在香港照搬中国内地的国籍政策，

无疑会加剧港人对身份问题的担忧，与中央

政府希望确保香港平稳回归、维持繁荣稳定
的大方针相违背。在此背景下，全国人大常
委会做出 《〈国籍法〉在香港实施问题的解
释》，其中对 《国籍法》在 “国籍原始取得认
定”“外国护照与中国国籍关系” “国籍变更
申报”以及 “国籍申请审批权”四个方面做
出了变通，为在 “一国两制”政策下灵活处
理 《国籍法》在香港的实施问题提供了法律
依据。［21］( P65－69) 这次释法虽然在文本中并未提
及宪法，但结合法律解释权的归属，不难发

现其中的宪法实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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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能会引发争议的问题在于 : 上述规

范性文件虽然名为 “法律解释”，但其在内容
中却夹杂着很强的造法意味，至少可以说，

补充与修改的成分要大于解释的成分。如果
立足于 《立法法》的规定和今日法理学界对
法律解释的共识，可能会质疑全国人大常委

会在此次解释的过程中是否已经突破了 “法
律扩张解释”的界限，模糊了释法和修法，

从而无法被放置到宪法第 67 条第 4 项的规范
内涵之中。对此，或许可以从宪法第 67 条自
身规范含义变迁的角度去加以理解。《〈国籍
法〉在香港实施问题的解释》是由全国人大
常委会在 1996 年做出的，而当时 《立法法》

尚未制定，指导当时法律解释工作的规范性

文件是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
工作的决议》，其中明确规定 “法律需要做出
补充规定的，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

释”，而在 《立法法》通过后，其中对 “法律
解释”的规定则演变为 “当法律的规定需要
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或法律制定后出现新

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可以由

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法律解释。”两相对比不
难发现，宪法第 67 条第 4 项所言的 “解释法
律”，其规范内涵在 《立法法》制定前后出现
了变化。从这一角度出发，或许有利于化解
上述关于 《〈国籍法〉在香港实施问题的解
释》的造法疑虑。

再来审视 “人大释法”问题，目前学界对
“人大释法”中是否存在宪法实施问题几乎没
有疑问，毕竟在 5 次 “人大释法”的文本中，

都明确写着 “根据宪法第 67 条第 4 项作出如
下解释”。但我们认为宪法实施行为在 5 次
“人大释法”中所发挥的作用却不一致，大体
上可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实施宪法主要是为

了在基本法第 158 条第 1 款之外，进一步为全
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基本法的解释权增加说服

力。宪法本身在 “人大释法”的结论上不起决

定性作用，是一种 “联名式实施”，1999 年关
于吴嘉玲案的 “人大释法”、2005 年关于补选
特首任期的 “人大释法”、2011 年关于刚果金
案的 “人大释法”、2016 年关于宣誓问题的
“人大释法”就属于这一类型。第二，宪法在
加强释法权之外，也对释法结论产生了影响，

这在 2004 年 “人大释法”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值得从学理上展开分析。
2004 年 “人大释法”的核心争议点在于:

由谁决定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是否需

要修改，这是关系到香港政治发展的决定权和

主导权究竟在谁手中的重大宪制问题，也是这

次释法的要害。［22］对此，基本法文本并未明确
规定，香港有人提出应该由香港立法会确定。

中央政府敏锐地认识到，如果依照这些人的意

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权只有在经过立法

会和行政长官两个程序后才起作用，此时假若

他们通过了让中央无法接受的方案，全国人大

常委会无论批准与否都将在政治上陷入被动，

从而丧失对香港政改的主导权。由此可见，这
次释法的关键是如何将程序上置于最后的中央

权力提前，使程序上被动的中央权力转变为程

序上主动的中央权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全
国人大常委会在释法中运用了目的解释的方

法，宪法的作用也体现于立法目的确认的过

程中。

具体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对基本

法附件一第 7 条和附件二第 3 条立法目的的分
析，不光要看基本法相关条文的规定，还要将

其放在中国宪制秩序的大格局中系统考量。基
于此，时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的李飞在 《关
于 2004 年 “人大释法”说明》中专门指出，

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属于单一制而非联邦制，

这意味着地方行政单位无权自行决定或改变其

政治体制。具体到香港的情况，是否修改以及
如何修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属于

香港政制发展的重大问题，需要由中央政府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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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这是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确立的一项极为重

要的原则。可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此次释法
核心问题的证明上，援引了宪法中关于国家结

构形式的规定，并且这次宪法实施对释法结论

的得出发挥了实质影响。
( 五) 实施宪法决定特区租管地

宪法在香港的实施不仅体现在上述热门话

题上，在一些冷门的问题中，也发挥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其实施形态甚至由于 “一国两制”

政策为港澳特别行政区所独有。对此，本节以
“深圳湾口岸特区租管地”为例来分析其中蕴
含的宪法实施问题。［23］

香港回归后，随着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

交往日益频繁，原有的通关口岸已经无法满

足深港两地之间的交通运输需要，经中央政

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反复协商，决定创设新

的深圳湾口岸。在计划实施过程中，香港政
府提出受大桥港方一侧地理条件所限，无法

设立检查设施，希望参考澳门拱北新边检大

楼的经验，将整个口岸区都建在深圳一侧，

分为深、港两个口岸区，实行 “一地两检”。

如果采纳上述建议，就意味着深圳的一块土

地将被划拨出来，交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按照香港法律管理。有学者结合澳门拱北新
边检大楼与横琴岛的实践，将这种类型的土

地称为 “特区租管地”，即同一国家内，实施
不同制度的特别行政区租赁了其他一般行政

区的土地，并按照特别行政区法律予以管辖

的区域。［24］因涉及 “一国两制”与法律适用
的重大问题，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予

以决定。
2006 年 10 月 3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做

出了 《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深圳湾口
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其核心在于
明确深圳湾口岸香港口岸区———这块深圳的土
地，将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进行管理。

虽然该地并未被纳入香港的行政区划，土地

管理的权力基础是租赁，但不可否认，该决

定在扩展香港法律管辖权范围的同时，势必

造成对中国内地法律管辖权的限缩。［25］很显
然，这种 “一扩一缩”必须具有宪法依据。

对此，该决定正文并没有指明，时任国务院

港澳办副主任的陈佐洱在 《关于 〈国务院关
于提请审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深圳湾口

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的说明》中
也只是笼统指出，“由于港方口岸区位于深圳
市行政区域内，要使香港能够对其进行有效

管理，涉及行政管理权和司法管辖权，涉及

香港法律的适用问题，所以必须依照宪法，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才具有最为充分的

法律地位和权威”。至于如何依照宪法，具体
依照宪法哪些条文，则没有展开论述。应该
承认，这种 “一国两制”下法律管辖权的让
渡确实比较特殊，它不同于中国内地不同行

政区之间的管辖权变动，更不同于主权国家

间根据国际条约而发生的管辖权变动，对这

项机制创新需要从决定的内涵出发，来探析

其中具体涉及的宪法实施问题。

首先，该决定扩展了特别行政区自治权的

范围。根据宪法第 31 条和第 62 条第 14 项规
定，全国人大有权根据 “一国两制”原则，

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所实施的制度，

这里的 “特别行政区设立和制度决定权”可
被视作一个总括性的权力，其中还可以再延

伸出一系列具有合理关联的子权力。据此，

全国人大当然有权决定特别行政区自治权范

围的扩展问题，香港也将根据 《基本法》第
20 条的规定，承接上述授权，在特区租管地
行使管辖权。

其次，该决定事实上导致中国内地特定地

区原有施行的法律被香港法律所替代。这属于
重大宪制问题，并且其发生具有特殊的条件，

只能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依据宪法第 62 条第
16 项的兜底条款予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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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该决定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

的，然而上述两点所罗列的宪法权力均属于全

国人大，所以这里还涉及宪法第 67 条第 22 项
的实施问题，即全国人大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就

此问题进行专门授权。然而，从实践情况看，
这样的授权行为并没有以法律文本的形式出

现，［26］这需要在未来处理 “一地两检”相关问
题的过程中逐步加以完善。

三、现有宪法实施模式的
双层逻辑

通过上述归纳不难发现，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针对香港问题实施宪法的实践要比学界过

去想象的活跃得多，特别是在涉及创设香港新

宪制秩序、政制发展等重要问题上，宪法都没
有缺席。当然，如果将其与其他国家业已成熟
的宪法实施情况对比，二者之间仍存在一定区

别，这一点在宪法条文的选择和宪法实施方式

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具体而言，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针对香港问题实施宪法时所选择的条文

相当有限，大多集中于宪法第 31 条、宪法第
58 条到 67 条之间关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职
权的规定上，偶有的例外也与国家体制或国家

机关相关，而对同处于宪法核心地位的基本权

利保护条款则毫无涉及，港人的宪法权利如何

保护，值得思考。此外，从宪法实施方式看，
“隐名式实施”与 “联名式实施”情况普遍，
在涉及宪法实施的 33 份规范性文件中，“隐名
式实施”占比 55%。即使在注明了宪法依据的
规范性文件中，也有 79%属于 “联名式实施”，
如果仅以回归后作出的规范性文件为样本，

“联名式实施”的比例更是高达 100%。这难免
会使人产生一种印象———宪法在香港不具有独
立实施的能力。对于现有宪法实施模式体现出
来的上述特点，可以从法律和政治两个层面予

以分析。

( 一) 现有宪法实施模式的法律逻辑

从法律逻辑角度观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针对香港问题实施宪法，在条文选择、宪法
实施方式上所体现出的自我规限态度，与过往

国家权力机关对宪法和基本法关系的理解直接

相关。一种较为常见的观点是: 针对香港问题
实施宪法更多体现为一种政治层面的主权宣

示，而香港日常的具体法律问题应该通过基本

法来处理。［27］( P87－91)不难发现，这种思路的形成
与内地长期存在的 “宪法根本法说”与 “宪法
母法说”密切相连。
“根本法”一词虽然在欧洲中世纪就已存
在，但内地法学界将其专门用以描述宪法则主

要是受了苏联的影响，即希望通过使用 “根本
法”这一技术性术语，批判西方近代宪法的特
质。［28］( P303－304)在这一背景下，宪法在内地长期
被认为是规范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的法，

这里的 “根本”虽然不排斥 “基本权利保障”

的内涵，但从宪法实施的实践看，政治制度才

是而且一直都是根本法的核心。对此，政治宪
法学者不仅予以肯定，而且将其作为立论的基

础。如陈端洪教授就认为宪法按照优先顺序，

内含五大根本法，宪法实施就是对上述五个根

本法的实施，实施的目的更多地体现为高扬当

下和此在的政治意识。［29］回到主题，香港根本
的政治问题是什么? ———显然是主权回归与行
使，那么宪法作为根本法当然要将精力集中在

主权宣示上，而对其他非根本问题则无须费

心。由此出发，才能理解早期学界提出的 “宪
法在香港整体实施”的观点，从规范法学看，

宪法实施肯定要落实到具体条文上，何来 “整
体实施”之说? 其实，这里所谓的 “整体”，

指的是宪法作为主权象征时所表现出的样态，

整体实施，其实想说的是 “宪法作为主权象征
的整体在香港实施”。

与上述观点相关，但侧重有所不同的是，

在界定宪法属性问题上，内地学界还存在 “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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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母法说”。母法这一用语原本是国际法上用
来形容一国对他国法律继受的情形，后来进入

国内法，成为描述 “法律制定依据”的概念，

这里的制定依据在初期包括宪法，但不限于宪

法。然而，从 1954 年开始，内地学界出现了
以 “母法”专指宪法的倾向，并由此成为学界
通说，其核心内涵在于强调宪法的 “繁殖功
能”，认为宪法是其他法律的立法依据，并且，

宪法作为母法只能规定立法原则，不能代替普

通立法，同时也不能像普通法律那样在司法层

面予以实施。［30］在这一知识背景下，内地学界
基于宪法和基本法之间的 “母子关系”，提出
基本法是宪法在香港实施的中介，宪法应透过

基本法在香港实施。［31］( P261－263) 作为宪法实施主
体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显然也受到了这一

学术观点的影响，并将其体现在宪法实施方式

上。在回归后发布的涉及宪法实施的规范性文
件中，为何宪法只要出场就必须要有基本法的

“伴驾”，除却下文将要论述的政治因素外，不
得不说与权力机关对宪法 “母法”属性的坚持
直接相关。

对于现有宪法实施模式体现出的法律逻

辑，不仅对其立论基础的 “根本法说”与 “母
法说”存在反思的必要，更为关键的是，上述
宪法实施方式，忽视了香港在回归后所形成的

特殊宪制结构，如不加以完善，从长期看不利

于纾解中央管治香港的困境。具体而言，香港
事实上存在着一种复合式宪制结构，［32］即宪法

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的宪制基础，［33］尽管从

法律位阶角度看，基本法是宪法的下位法、子
法，但基本法作为 “宪法性特别法” ( 非 “宪
法的特别法”，后文详述 ) 在中国法律体系中
却处于特殊地位，而且在香港法院的积极推动

下，基本法已经日渐呈现出 “宪法化”的趋
势。在此背景下，希望单纯通过基本法的实施
来解决香港管治问题并不现实，无视宪法，单

方面抬高基本法地位的举措反而会致使香港宪

制结构进一步失衡。

为了对此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有必要回溯

香港宪制基础的变迁历程。1997年的回归意味着
香港法律秩序根本规范的一次转移，亦即凯尔森

意义上的一次法律革命———香港法律体系的根本
规范将从肯定英国宪制秩序有效的规定，转变为

肯定中国宪制秩序有效的规定。［34］( P8)

若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次根本规范的变

动并非简单的替代，它至少具有两点特殊性:

第一，香港回归前后根本规范的变动是由宪法

和基本法一道完成的。为了使基本法能够担负
起这一使命，全国人大在制定基本法时，特别

在原有中国法律体系外，增加了一种全新的法

律样态——— “宪法性特别法”。 “宪法性特别
法”不是 “宪法的特别法”，因为它的特殊性
不是针对宪法，而是针对其他全国人大立法而

言的。［35］( P91)虽然基本法的地位仍在宪法之下，

但是它所具有的 “宪法性”，使其有别于过去
法理学界通常所讨论的 “特别法”。这一点尤
其表现在 “新法”与 “特别法”的关系上，即
基本法不仅优于其实施前制定的其他全国人大

立法，更为关键的是，这种优先性在一定程度

上也及于基本法实施后制定的全国人大立

法。［36］第二，此次根本规范的变动，并未影响
普通法继续作为香港的法律渊源，甚至允许香

港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参考其他普通法地区的判

例。这使得基本法在内在价值的输入上具有双
向开口，一边对着宪法，一边对着普通法系地

区的判例，再加上终审权的规定，使得香港宪

制结构在外在形态及内在价值上都异常复杂。

在此背景下，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在复合式

宪制结构中，存在着对香港法秩序根本规范地

位的竞争。从目前看，宪法在这场竞争中已
然处于下风。回归后香港终审法院在 “吴嘉
玲案”中，以其激进的司法立场迅速确立了
基本法审查制度，［37］并利用普通法的优势在

短时期内积累了大量判例。基本法实际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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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日常案件中充当着港人基本权利的保护

者，而且已然成为了评判香港法律规范体系

的标尺。［38］( P352－390) 相较而言，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针对香港问题实施宪法的实践是极其有限

的。据此，在香港复合式宪制结构的背景下，

宪法在实施问题上自我规限的立场，不仅无助

于维持宪法在香港的主权象征地位，还进一步

强化了香港居民认为 “宪法在香港不能实施”，

或者 “只能通过基本法才能实施”的误区。
( 二) 现有宪法实施模式的政治逻辑

除却法律逻辑外，现有宪法实施模式的形

成也与政治层面的考量密不可分，这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

第一，既然香港社会普遍对宪法实施问题

存在疑虑，那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意将实

施的宪法条文主动集中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

有利于向香港社会表明中央政府坚定贯彻 “一
国两制”的决心，这其中当然蕴含着中央政府
希望以 “自我主动限权”换取 “香港社会认
同”的政治苦心。

从短期来看，这种克制和包容态度确实在

相当程度上纾解了回归初期香港社会对此问

题的疑虑。然而，随着香港基本法实践日益
丰富，这种做法的局限性也开始显现。回归
后，香港法院在司法能动主义的牵引下，在

行使基本法解释权时，通过大量援引外国宪

法与国际人权法，在事实上建立了一套以基

本法为外在标识，以西方人权价值为核心内

容的人权保障体系，这套体系俨然成为了港

人引以为傲的本土身份特征。［39］试问今日受
到基本法权利保障的港人会如何看待宪法 :

他们会因为权力机关在宪法实施问题上的自

我谦抑而增强对宪法的认同吗? 事实是，如

今宪法在香港的每次出场，不是被香港媒体

解读为中央试图收紧对港政策，就是将其与

干预香港自治、减损港人权利相联，宪法在
港实施这个话题甚至都成了香港政治的一个

禁忌。可见，限制宪法的实施没有实现当年

预设的政治目标，反而与之背道而驰，固化

了港人对宪法的偏见。

第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内地宪法实

施过程中所考量的政治因素，对其针对香港

问题实施宪法也起到了一定影响。正如有学

者指出的，作为 “第一责任人”的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之所以在宪法实施中长期秉持一

种自我谦抑的立场，与宪法实施所处的政治

环境直接相关。在内地的政治实践中，除了

现行宪法文本之外，还存在某种 “隐形宪

法”，二者共同构成实在宪法的全部内容，宪

法文本在内地貌似没有得到全面实施，其部

分原因正在于 “隐形宪法”本身的实效运行，

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弥补了 “显形宪法”

的功能。［40］而作为 “显形宪法实施主体”的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在与作为 “隐形宪

法实施主体”的执政党的长期互动中明确了

自我定位，从而形成了现有的宪法实施模式。

不难想见，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上述实施

模式也必然会影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针对

香港问题实施宪法的实践。

应注意，上述宪法实施机制在内地的建立

与有效运行，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特别是与

执政党自身拥有的高度统合力密不可分。然而

香港问题的特殊之处在于: 根据 “一国两制”

政策，执政党不直接参与香港本地政治，这不

仅意味着以执政党为基轴的 “隐形宪法实施机

制”在香港无从展开，而且意味着 “隐形宪

法”对 “显形宪法”实施的弥补效应在香港也

无法得到体现。在这一背景下，现有的这种基

于内地政治现实所形成的宪法实施模式既不能

完全适应香港的政治环境，也无法实现宪法实

施所欲达到的政治目标。事实上，目前在香港

社会中已经显现出在宪法之外讨论基本法，构

建本地认同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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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通过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针对香港问题

实施宪法的实践展开研究，不难发现，宪法在

涉及香港问题上加以实施绝非纯粹的学理想

象，而是真实存在的现实问题。当然，在承认
这一点的同时，也不可否认现有宪法实施模式

存在的问题。对此，通过法律逻辑和政治逻辑
两个层面的剖析，可以看到，虽然现有的宪法

实施模式在香港宪制转轨时期确实发挥了积极

作用，但在香港进入 “日常政治”阶段后，特
别是随着基本法实践的日益丰富，该模式的局

限性愈发凸显。具体而言，回归后基本法在香

港法院司法能动主义的推动下，正日渐呈现出

“宪法化”的趋势。宪法在香港的隐身，不仅
没有换来预期的宪法认同，反而进一步强化了

香港基本法是 “香港宪法”，中国宪法是 “内
地宪法”，两者 “二元并立”的固有偏见。受
此连带影响，香港居民也对他们与内地居民是

否同属一个 “人民”，同在一个 “国家”，同享
一种 “命运”产生了怀疑，政治认同危机越发
严重，甚至衍生出 “港独”问题。在此种情况
下，归纳宪法在香港实施的实践，提炼宪法在

香港实施的原理，激活宪法在国家统合上所具

有的功能，透过提升宪法认同，巩固港人的国

家认同，这是在新时期、新情况下全面准确贯
彻 “一国两制”方针的重要内容。

注释:

［1］过往的研究文献，参见王振民，孙成． 香港法院适

用中国宪法问题研究 ［J］． 政治与法律，2014

( 4) ．

［2］一个可能的疑问在于: 香港在回归前涉及宪法实

施问题吗?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所讲的 “香港问

题”既涉及围绕香港主权回归衍生的问题，也包

括香港回归后在日常管治中出现的问题。从实践

层面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回归前围绕香港

主权回归，多次依据宪法作出规范性文件，虽然

这些通过的规范性文件有的要等到回归后才生效，

但这并不影响上述主体实施宪法行为的有效性。

［3］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库是: 中国人大网的法律法规数

据库 http: / / law. npc. gov. cn: 8081/FLFG/，以及北

大法宝法律法规数据库 http: / /www. pkulaw. cn / ，

检索方式为: 以“香港”为关键词，以“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为发布主体对文件进行交叉检索，

共搜索出 44份规范性文件，同时在后期的研究中

还发现 1份虽然抬头未出现 “香港”二字，但实

际与香港政改具有密切关系的规范性文件 《关于

郑耀棠等 32 名全国人大代表所提议案的决定》，

所以总数为 45份，两个数据库最后访问时间均为

2018年 2月 1日。

［4］在 45份规范性文件中，共有 12份文件被认为与宪

法实施无关，而不属于本文分析的范围，主要涉

及两类: 第一，完全是形式性和程序性的规范性

文件，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批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

会结束工作的建议的决定》; 第二，完全是根据基

本法作出的规范性文件，增改基本法附件三全国

性法律的决定均属于此类。

［5］所谓联名式实施，指的是在文本制定依据上同时

出现宪法、基本法或其他法律，宪法在其中所起

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加强结论的说服力。这种实施

方式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

的关于“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 8 份决定中。这

些决定虽然也涉及宪法实施问题，但其最主要的

依据在于基本法以及选举法第 15 条第 3 款“香港

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应选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的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另行规定”。

［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务院提请审

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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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议案

的决议。

［7］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决定。

［8］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 六届第 25号) ［EB/OL］．

http: / /www. npc. gov. cn /wxzl /gongbao /2000 － 12 /

04 /content_ 5001625. htm，2018－07－12．

［9］关于“内部分权说”和“宪法授权说”主要参考

了秦强博士的观点。他进一步提出 “特定专属原

则”与“合宪推定原则”来理解全国人大和全国

人大常委会之间的职权界定问题。具体而言，凡

是宪法明确规定为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专

属的权力，就只能由相应主体专属所有，相互之

间不能越俎代庖，但是对于二者均享有的权力，

或者宪法规定不清的权力，则可以推定全国人大

代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是合宪的。秦强． 论全

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关系 ［J］． 人大研

究，2010 ( 12) ．

［10］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授权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批准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

联合声明》的决定，“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涉及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问题，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

规定，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会议决定授

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

合声明》经中葡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后予以审议和

决定批准”。

［11］除了本节将分析的六份规范性文件外，还有一份

可被划为此类宪法实施的规范性文件是: 《第七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 〈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 草案) 〉的审议程

序和表决办法》。

［12］对于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对宪法与基本法关系

的意见，特别是香港法律界对此问题的疑虑。See

Hungdah Chiu edited，The Draft Basic Law of Hong

Kong: Analysis and Documents ［M］． Maryland:

University of Maryland，1988．

［13］ 1984年底，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前，港英当

局发表《代议政制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绿皮书，

开宗明义“主要目标是逐步建立一个政制，使其

权力稳固地立根于香港，有充分权威代表港人的

意见，同时更能直接向港人负责”。李后． 百年屈

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 ［M］． 北京: 中央

文献出版社，1997．

［14］ 1985年 10 月 19 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在

会见来访的港英政务司官员廖本怀时，表明中国

政府的立场: 希望香港政治体制在过渡时期不要

出现急剧的变化，九七后的香港政治体制要由基

本法加以规定，香港过渡时期的政制改革要与基

本法相衔接。1985年 11月，中英联络小组在北京

开会，双方同意九七前后的政制改革具有衔接的

必要。李后． 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15］齐鹏飞． 邓小平与香港回归 ［M］． 北京: 华夏出

版社，2004．

［16］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与基本法相衔接的原

则、违反中英两国政府之间已经达成的有关协议

和谅解。

［17］《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关

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决定》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关

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性区域组织的决定》。

［18］强世功． 和平革命中的司法管辖权之争———从马维

琨案和吴嘉玲案看香港宪法秩序的转型 ［J］． 中外

法学，2007 ( 6) ．

［19］香港大学的陈弘毅教授也认同从宪法角度解释临

时立法会的合法性问题。See Albert Chen，The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SAＲ ，27 Hong

Kong L. J. 1 ( 1997) ．

［20］“8·31政改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

别行政区 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及有

关普选问题的决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

港特别行政区 2007年行政长官和 2008年立法会产

生办法有关问题的决定》。

［21］关于《〈国籍法〉在香港实施问题的解释》变通的

详细内容，参见张勇，陈玉田． 香港居民的国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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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1．

［22］乔晓阳． 非万不得已人大不出手———乔晓阳在国务

院新闻办记者会答问 ［N］． 大公报，2004－04－07．

［23］全国人大常委会在 2017 年 12 月 27 日发布了《关

于批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在广深港高

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

排〉的决定》，这份规范性文件与关于“深圳湾口

岸的决定”类似，也属于针对香港问题实施宪法

的实践。

［24］董皞． “特区租管地”: 一种区域合作法律制度创

新模式 ［J］． 中国法学，2015 ( 1) ．

［25］应该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已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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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forcement of Chinese Constitution about
Hong Kong Issue by the NPC and Its Standing Committee

———Based on the Sample of 33 Normative Documents
SUN Cheng

( Center for Basic Laws of HK and Macau SAＲ，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518060，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mixture of legal and political arguments， the enforcement of Chinese
Constitution about Hong Kong issue is regarded as a constant difficulty in the Basic Law research． Through
analyzing Normative Documents related to Hong Kong passed by the NPC and its standing committee，it is
revealed that the NPC and its standing committee has enforced Chinese Constitution in at least 33 of them，
which involve ratifying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establishing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handling political
reform controversy，exercising the power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establishing the leased land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SAＲ． Enforcement of Chinese Constitution about Hong Kong issue is obviously a reality rather
than imagination，but the mode of enforcement has limitation，which concerns with the legal concept of
academia and political objectiv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s Hong Kong Basic Law is gradually
constitutionalized by HK court，discussion on the principle of enforcement of Constitution not only could clarify
the status of Chinese Constitution in HK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but also could promote national identity in
Hong Kong．

Keywords: enforce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HK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onstitution and Basic Law; constitution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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